面對青年貧窮化：校園霸凌問題的挑戰與根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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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社會近來密切關注「校園霸凌」問題。上至總統、內閣官員，下至教師、家

長、以及學生，在媒體與網路論壇上，持續討論著這長久以來普遍存續、卻始終缺乏深入關注的議題。

我們期待「解決霸凌」的社會動力能持續維持。然而，在既有的辯論忙著找尋負責的單位（老師、校長、或教育部）之餘，我們也必須根本地透視：校園霸凌問題的根源是什麼？

法律坐視校園霸凌

從法制面來看，諸多「霸凌」行為都已經構成了「侵犯權利」的行為──不論是民事上或刑事上──形式上的法律規範未必有明顯的缺漏。問題在於，這套法律規範不是現實校園中能夠被援引的資源，除非事情大到出了人命或重大傷害，鮮少聽聞這些校園暴力會因此進入司法體系。

「法不入校園」的原因很多，但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兩者：其一是傳統對教育和法律的意識形態，認為法律只能是解決校園紛爭中最後的工具，使用法律系統甚至將產生污名。實際上，這樣的觀念反而很可能讓學生的權利更容易受到侵害。其二是校園根本缺乏充足的資源和規範，能讓受害者藉由司法體系捍衛權利。別忘了，在緊密的校園中，受害者的「輕舉妄動」、同情者當了「抓耙仔」，都可能引來更大的報復。久而久之，「霸凌」、「體罰」等校園暴力，都只能是種「教育問題」，而鮮少成為「法律問題」。

在「反霸凌總動員」的此刻，官方似乎頗有乘勢強化校園管理控制的味道。但更多的控制機制是否就能夠成為遏止霸凌的「有效資源」？這是一個持續要被質疑的命題。我們可以發現，投注大筆預算到警政單位的國家或都市（例如近年來的英國倫敦），他們的犯罪率不會理所當然地下降。

相反地，犯罪學始終提醒人們的是：暴力與犯罪有其社會成因，不會是光靠增加法院或警察就能夠解決的。

也因此，問題的解決之道也不在於「讓教師有體罰權」這一不合法的以暴制暴解決之道。教師的角色應當回歸教育專業，在課堂上傳遞優質的知識，並透過言說與身教進行學生的生活輔導。

應回歸司法與人權

相對地，我認為，校園中紛爭或暴力的懲戒，理應當回歸司法系統，並且依此受到當代法治國的人權保障嚴密控制。

我們必須承認，在現代法治國的規範下，校園並沒有被賦予任何的「強制力」，可以來「制裁」、「懲罰」侵犯他人權利的學生。擁有這個合法強制力的單位是司法系統，是法院與矯正機關。法治國下連警察都只是協助偵察的角色，怎麼會讓老師來進行懲罰工作呢？

因此，一個「正常化」的針對校園暴力的懲戒，必然需要援引學校教育以外的機

制。如果能被證明實質有效，校園的確可以考慮增添專業輔導人員、甚至警察機

關；法院也可以增加刑事上或民事上的少年法庭資源；各種被預期能減少校園暴力與霸凌的機制，都值得投入資源實行。而制度上，也該更強化教師的通報義務、以及對受壓迫者的法律扶助。至於還未達到「違法」地步的紛爭，不妨透過師生共治的「校園法庭」來處理。

但請注意：這些措施都與可以廉價地透過「限制學生人權」──例如設立更嚴苛的校規、校園裝設更多的監視器、犯規學生可能遭受以暴制暴──來減少霸凌無關。千萬別把落實法治與侵犯人權混為一談。讓校園暴力問題給「司法化」解決，更是要強調其中人權保障的面向。

校園霸凌源於社會霸凌

進一步地，當我們試著要探究校園霸凌問題的根本，我們可能發現問題比預想得更複雜些。

學生為什麼要去欺負人？這當然牽涉到施暴者所處的社會環境，所內化在他身體與心靈中的思考、焦慮、與慣習。實際上，我們習以為常的主流文化，不就其實是包含著各式各樣的排擠、歧視、比較的心態在其中嗎？想想「他們看起來怎麼這麼討厭」、「真想把這些人通通幹掉」這些常見的心底話。這鑲嵌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主流文化，在平常成人社會中因為人與人的疏離而沒直接反應為具象的暴力，但到了生活緊密的中學校園裡，展現為了各種霸凌則不令人意外了。

「校園霸凌問題源自於社會霸凌」這樣的命題，已有不少學者提出。的確，現實而言，在當前這個「每個人對抗每個人」的霍布斯式資本主義社會沒有改變之前，人與人間對立、排擠、甚至暴力的關係根源是不會被解除的。那麼，該怎麼辦？

怎麼辦? 受壓迫者的發聲

還記得，好多年前我修習教育社會學時，闕河嘉教授曾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對於結構下的弱勢者而言，比起申訴管道更重要的，應該是要讓他們更能夠『發聲』！」當時她以原住民的支援機制為例，指出官僚化的申訴機制效用不足。這觀點擺在被霸凌的學生或老師身上，何嘗不是如此！如果有申訴管道被欺負的人就能夠免於受害，那問題應該早不存在。試問：過去又有誰限制他們去找老師、學校、法院來討回公道呢？問題當然不那麼簡單。

我們或許可以做的，是試著去積極「看見」、「聽見」那些受壓迫的人們。受壓

迫、被霸凌並不可恥，可恥的是這個不公義的結構。仔細關心這些被排除的人們，

並且同時面對施暴者背後的焦慮、不安、壓力來源，諸多對教育甚或社會的批判論述，將就此油然而生。被霸凌、霸凌經驗的訪談、口述歷史、紀錄片、小說……都是值得採取的文化介入工具。

長遠來說，終究是要改變社會的文化、甚至政治經濟結構，才能瓦解霸凌的人與人的關係。如果學校是社會的縮影，那麼，除非我們能夠讓那些「被欺負的群體們」──矮的、胖的、笨的、窮的、醜的、娘娘腔的、特立獨行的──在這個社會上被重新肯認，實質上受到尊重（包括文化上和經濟上），那麼，校園中的霸凌問題才可能消解。

而這樣的任務，歷史上來看，要透過社會運動的發動才有可能。我們需要眾多受壓迫者的團體們發聲──沒有人可以再欺負我們──眾聲喧嘩，形成一個多元解放的運動，清新自在的校園空氣才會歸來。工人、女性、黑人、同性戀者在過去的數十年已於世界各地示範了這樣的社會運動，這就是霸凌問題的根本解答之一。

誰敢小看霸凌問題！

（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）

